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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报要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本期《要报》提出，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转型。因此，今后我国改革发展中的一项关键性任务，就是要加快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合理公正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的研究成果《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调整社会结构》，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动，并就加快推进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提出一些建议。

　　一、当前我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发展任务、发展模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就是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并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增长率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到2008年分别增加了7.16倍和6.93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领域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少了，反而多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的问题凸显；一些地方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抢夺、盗窃、贪腐等侵财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

　　当前中国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出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的拉美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总结他们不同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及时展开社会体制改革和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的实践，这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迈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抓住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抓住了社会建设的核心。因此，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着力完成好的关键性任务。概括地说，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等特征。社会结构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调整社会结构也就意味着调整多项子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使它们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相契合。

　　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及其积极的经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具体表现如下：

　　——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结构。1978—2007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从18.25‰下降到12.10‰、从12.00‰下降到5.17‰，人口死亡率保持在6.5‰这一较低水平上下。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

　　——家庭结构。我国家庭结构、结构模式及其社会整合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家庭规模小型化；二是家庭类型多样化；三是家庭结构模式化。

　　——社会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结构及其整合功能发生变化，尤其是社会组织开始发育，并发挥着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整合功能。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约22.8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约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余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整合力量。

　　——就业结构。就业结构显著变动，表现为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岗位等方面的配置变化。1978年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结构为70.5:17.3:12.2，到2008年已演变为39.6:27.2:33.2。非农就业人口占60.4%，非农产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口。1978—2008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1166.4万人。

　　——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再分配框架发生根本变化，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城乡、区域、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发生分化，已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

　　——消费结构。消费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达到了富裕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7%，进入小康。消费结构越来越呈现出现代社会消费结构趋高级化的重要特征。

　　——城乡结构。中国城乡结构变动首先表现为城市化，1952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12.8%，1978年也仅为17.9%，26年间只提高5.1个百分点。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45.7%，正在接近一般公认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50%的城市化水平。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1978—2008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1453万人。

　　——区域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明显分化。总体上看，在发展水平上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协调区域发展是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

　　——社会阶层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两阶级一阶层”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化到多元化，由封闭转向开放，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基本形成。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已占22%，每年约增长1个百分点。但应注意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中层比重偏小，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洋葱头形”，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仍有一定的距离。

　　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之外，社会结构转型是影响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社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家庭经济功能的恢复推动着经济发展，二是就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力配置合理化，三是社会组织功能的自主性回归，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四是城乡结构调整使得资源、机会的空间聚集效应得以展现，五是新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倍增。

　　三、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社会结构变动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虽然发生深刻变动，并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意义，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我们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体制还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建设受到某种程度的忽视等诸多原因，导致社会结构调整滞后，而且这种滞后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已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指标甚至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如体现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而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5.7%，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中产阶层规模等其他重要指标，也表明社会结构变动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两者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性偏差。以城市化率为例，如以改革30年来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的速度测算，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60%以上的指标，大约需要15年多的时间。又如中产阶层现在只占22%左右，要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水平，需要18年时间。其他指标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态势。综合社会结构这些重要指标，并考虑到近年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另外，社会结构内部各类子结构之间也存在偏差。如果不及时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不加大社会建设力度，那么按目前的格局发展，中国社会结构要到2025年左右才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总体来说，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与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社会结构不相协调，以及社会结构内部存在种种偏差和不协调，正是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产生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

　　四、加快推进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建议

　　社会结构的实质是资源和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社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和机会的合理公正配置。当前，加快社会结构调整，改变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局面，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快城市化步伐，调整城乡结构；二是规范劳动力市场，治理劳资关系，调整就业结构；三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四是促进中产阶层发育，推动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具体政策建议：一是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二是加快户口、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方面制度的调整改革，加强利益整合机制建设；三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四是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从体制上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行政化“脐带”关系,使行政化社会组织尽快实现社会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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